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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说大学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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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自身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办学利益主体，大学治理结构是为了回应当代大学组织呈现“冲突和

多元利益”特点的治理需要，建构能够体现利益相关者组织属性和委托代理关系特点的决策权结构。我国高

等教育办学体制的变化为政府与高校建立具有委托代理性质的契约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操作空间。我国

大学已迈过了前治理时期，治理问题对于我国大学已不再是一个虚幻的、空谈的命题。就大学治理结构对于

当代大学发展的价值而言，它是比管理结构更具基础性的一种制度结构，其根本目的是建立大学决策过程

与社会权利主体的合理联系，实现社会价值平衡。
关键词：大学治理；冲突和多元利益；决策权结构；社会权利主体；社会价值平衡

中图分类号：G64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09）03－0047－07

On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University in China
GONG Yi-zu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Public Administration School,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 University itself is not the only subject of interest in its running activity. The establishment of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a university refers to building a kind of power structure for decision-making that could
reflect the university's stakeholder characteristics and principal -agent relationship in response to the needs of
modern university governance characterized by conflicts and multiple interests. The university ownership reform has
provided the legal foundation and operational possibility for establishing the contract of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university. China's universities have already gone through pre-governance period and
governance is no longer a vague concept for them.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which aims at building reasonable
relations between university'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social subjects so as to realize social value balance,
exerts much more fundamental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universities than that of management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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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作为对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关注的

一部分，人们对大学治理结构的谈论日渐增多。治理

结构对于当代中国大学来说到底是一个虚幻的、外来

的、遥远的命题，还是一个越来越趋近于真实的、内在

的、当下的命题？现在国内高教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的

看法，有些人既想谈它，又不敢真正触及它，以至于闪

烁其词之论甚多。本文拟谈一谈自己的观点，并作相

应的分析。题头冠以“漫说”二字，示其“信马由缰”而

非“正襟危坐”之文也。

一、什么是大学治理结构

严格地说，借用公共行政学里的公民治理理论来

研究大学与政府、市场、社会等外部权力主体关系的

“治理”，并不是大学治理结构的原意。大学治理结构

的“胎盘”是企业治理结构，其最初的理论源头应当是

公司治理理论。公司治理理论源于制度经济学家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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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经济学家对企业领域里产权状态与决策权结构之

间复杂关系的研究，其基本观点是：古典企业制度建

立在所有者与经营者不作分离的基础上，在这种企业

模式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信息是对称的，决策权结

构简单明了，不存在代理风险，因为组织剩余是独享

的；现代企业制度则不同，它对古典企业制度进行了

重大创新，迈向了法人公司制模式，这种企业模式建

立在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的委托代理关系基础上，所

有权与经营权的信息是不对称的，组织剩余要由经营

者与所有者分享，存在着代理风险，因而决策权结构

变得复杂起来，以便在有效激励代理人的同时也防止

其损害委托人利益。这种复杂的决策权结构就是“企

业治理结构”。后来人们发现，委托代理现象并非企业

所独有，1989 年世界银行在讨论非洲发展问题时，将

治理的内涵扩展到企业之外，各种非营利组织也被纳

入 治 理 研 究 的 视 野。1995 年 ， 全 球 治 理 委 员 会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在题为《我们的全

球伙伴关系》的报告里，正式将治理定义为“个人或组

织、公共部门或私有部门管理其一般事务的多种方式

的总和，它是一个使得冲突和多元利益得到妥协并采

取合作行为的持续过程”[1]。大学治理结构正是这样一

些关系、思想、理论、方法、视角引入现代大学制度研

究领域的产物。
所以，当人们郑重其事地谈论大学治理结构时，

一般是指那个旨在回应“冲突和多元利益”要求的大

学决策权结构安排问题，是探讨需要建立怎样一种组

织性框架及机制，才能够在“冲突和多元利益”状况下

“管理其一般事务”。提出大学治理结构命题的关键性

前提和核心内涵，是“冲突和多元利益”，而判断其是

否存在的基本标志，主要是看大学是不是“非单一化

组织”，以及大学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是否存在着委

托代理关系：“非单一化组织”由其组织属性所决定，

必然导致多方博弈关系；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信息不对

称，必然带来代理风险。迄今为止，无论是经济学家还

是管理学家对大学这种组织所进行的研究，其结果都

表明，大学是一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因而它不

是一种“单一化组织”；至于委托代理关系，由于我国

公立高校办学体制已完成“两权分离”的改革，应该说

这种关系也已经形成，或具有形成这种关系的现实基

础[2]。
因此，大学治理结构的原意，应该是指体现其“非

单一化组织”属性和委托代理关系特点的决策权结

构，旨在满足其治理“冲突和多元利益”的需要。以下，

本文将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大学治理结构”一词。大学

的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两个领域，应该在大学治理结

构的基础上建立起严谨的理论联系与分工，分别向公

司治理理论和公民社会治理理论“借力”，不要引起命

题和理论的混乱。

二、什么是大学所需要的治理结构

对于大学内部治理来说，治理结构的理论源头是

公司治理理论，笔者以为这不需要再去怀疑。但是如

果机械地照搬企业治理结构来解决大学治理问题，那

又犯了致命的错误，因为大学组织的社会构成及目标

与企业存在着根本差异。
首先，大学组织的社会构成与企业极不一样。作

为利益相关者组织，大学不像企业那样，法律身份及

利益取向都呈现出极大一致性，由可以按股份来计算

其表决权的股东们构成，而是由法律身份及利益偏好

都存在较多差异但又互相关联的不同主体构成。因

此，它的“剩余责任”（利益或风险）不可能像企业那样

按照代理协定要么由股东、要么由经理来承担，而是

要由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分担。这个特点与企业很不一

样，会对大学的管理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大学治理

结构必须符合这一特点。换言之，听任大学决策权力

主体“唯一化”，是一个明显错误。
其次，大学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它的目标与企业不

一样。作为一种在人类社会担负重要使命的知识创新

组织，大学不像企业那样只能在私法领域中活动，以

营利为目的。大学属于公共部门，其办学行为的受益

人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因而其目标必须建立在公共

利益基础之上。这个特点也会对大学的管理产生非常

重要的影响，大学治理结构也必须符合这一特点。换

言之，假定大学治理目标只需满足它自身的需要，也

是一个明显的错误。
正因为此，虽然表面上大学校长、书记的身份与

企业经理有着某些相似之处———都是组织的代理人

而不是所有者，但他们的社会责任却有天壤之别。企

业经理的责任是实现股东利润最大化：只要股东们感

到满意了，他就应被视为称职；而大学校长、书记的责

任是实现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实际上是社会

利益最大化。只有当整个社会都感到满意了，他们才

能被视为是称职的。
正是由于大学组织的社会构成及目标与企业存

在着这种根本差异，决定了这两种组织的治理结构在

功能与使命上也存在差异：一般而言，企业治理结构

的功能是建立起产权与经济效益的连带关系，以便对

代理人进行有效的激励并防止其机会主义行为；而大

学治理结构的功能是建立大学决策过程与社会权利

主体的合理联系，以便克服组织中的“内部人控制”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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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表达多方利益诉求，防止教育的本质功能蜕变。所

以，大学的“组织剩余”自然也就和企业的“组织剩余”
不同，它不是可用货币价值来计量的私人价值，而是

须由社会价值来度量的公共价值，其分配不仅取决于

产权，而且取决于法权。
那么，到底什么是大学所需要的治理结构呢？关

键是看什么样的治理结构最有利于释放大学的本质

功能、最能够激发大学的教育家精神和科学家创造

力、最足以帮助大学用它创造出的物质成果与精神成

果造福人类社会，那它就是大学所需要的治理制度安

排。直言之，只有在决策活动中满足了大学本质属性

发展需要的治理结构，才是能够被大学最终认可和接

受的治理结构。我国一位教授说得好：“一个好的大学

治理结构应该保证大学始终不偏离自己的核心理念，

不偏离自己的基本目标”[3]13。
至此，似乎可尝试对“大学治理结构”下一个定

义：它是能够体现大学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属性和委托

代理关系特点，以大学法人财产为契约对象、以利益

相关者为契约关系中的签约主体、以实现公共利益为

目标、旨在回应“冲突和多元利益”的大学决策权制度

安排。或如 ASHE 系列丛书中所说：“大学治理结构是

指大学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参与学校重大事务决策的

结构和过程”[4]。需要说明的是，世界上有一类老牌大

学的治理结构比较特殊，如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它

们对“利益相关者”范围的理解非常狭窄，完全采取

“内部人控权”模式[5]。这类大学一般都沿袭古老的行

会传统和独立学院制度，不采用社会托管机制，对于

其他大学不具有可比性，一般也不被外界看作是一种

现代大学治理制度。

三、谁是大学的战略利益相关者

大学之所以被看作是一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

织，是因为大学提供的教学科研服务具有典型的正外

部性和公共效用不可分割性等特点，在很多情况下没

有特定的受益人，因而也就没有唯一的利益主体。按

照弗里曼的理解(Freeman，1984)，利益相关者是指那

些能够“影响”组织目标的实现、或是被这种实现“所

影响”的个人或群体①。张维迎据此认为公立大学的利

益相关者包括出资人、教师、校长、院长、学生、校友以

及所有纳税人等[3]19。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利益相关者

是主动地(或自愿地)与大学建立关系从而对大学施加

影响，同时也受到大学的影响；另外有一些利益相关

者则是被动地与大学建立了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受大

学发展的影响。总之，大学自身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办

学利益主体。

不过，这样来认识大学的组织特征还是有些笼

统。因为，实际上，利益相关者之间是有某些区分的。
比如，有战略利益相关者，有一般利益相关者。战略利

益相关者是指对实现大学目标具有重要价值或特别

影响力的那一类利益相关者。要成为大学的战略利益

相关者，必须具备一些重要条件：比如他们能够持续

地为大学的存在与发展投入不可替代资源，或是有资

格、有能力监护大学的公共品格。现实生活中具备这

类条件者，首先是大学的学术主体，尤其是那些最具

探索与创造活力的教授，他们用自己的人力资本为大

学的核心竞争力贡献着不可替代资源；其次，是政府、
捐赞助者等出资人，他们为大学的运行投入了初始要

素和不可撤回资本，是大学财产的所有者，在监护大

学的公共品格方面负有特殊责任。所以，至少，学术主

体和出资人都是大学的战略利益相关者。
明确战略利益相关者及其权利，对于准确建构我

国大学治理结构至关重要。代表学术主体意志的教授

权力能否进入大学治理结构并发挥重要作用，不只是

一个具有组织内部意义的民主治校问题，而且是一个

具有组织外部意义的国家生产力战略管理问题———
事关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巨额投入能否取得重

大绩效；代表公众意志及利益的政府与社会权力能否

进入大学治理结构发挥作用，不只是一个社会协商问

题，而且是一个规定教育价值的公共政治问题，事关

大学的发展能否不偏离国家最高利益的轨道。法国

1984 年《高等教育法》（萨瓦里法）[6]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和表达很值得深思，该法案的第三部分规定：法国综

合性大学的校务委员会需由 30 至 60 名委员组成，其

中,教授及研究员的代表应占 40%-50%，校外知名人

士占 20%-30%，学生代表占 20%-25%，行政、技术、工
人和服务人员代表占 10%-15%。连这么具体的细节

都用法律明确加以规定，难道还不说明在法国立法机

构眼中，大学决策权结构的构成及其重心绝不是一件

小事？

接下来显而易见的一件事情是：在大学治理结构

里，如何确认学术主体的资格变得十分重要。谁是大

学里的学术主体？谁有资格代表大学的学术主体？这

些原本看似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在我国大学目前出现

的某些特殊情况下，开始变得不那么简单了。比如，大

学的学术主体能不能由校长、书记代表？能不能由“双

肩挑”人员代表？现在都不得不重新界定。

四、利益相关者何以影响大学的发展

毫无疑问，在正常情况下，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

希望看到大学的良好发展，每一种利益相关者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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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发展的过程中，也都愿意将自己所拥有的独特资

源带给大学。这些“独特资源”包括政治资源、经济资

源、文化资源、人力资源等，每一种资源都携带有该资

源主体的特定基因与价值，相互之间具有不可替代

性。对于大学来说，排斥任何一个利益相关者所能够

提供的资源都不利于它的发展，都是不明智的。然而

在大学的前治理时期，排斥某些利益相关者的现象在

大学里总是经常发生。
在不允许行政纵向授权程序起作用的利益相关

者的“契约关系”里，权利通常是与“签约主体”的贡献

程度相联系的，即权利一般是根据签约主体为组织提

供有价值的资源程度而确定的②。在治理运行的逻辑

中，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以各自的资源贡献给大学，同

时也意味着它们换取了参与该组织发展过程、享有控

制其组织剩余的相关权利。当这一契约关系到达一定

的“结算期”时，所有签约主体必定会根据自己的实际

付出程度，来对照其价值诉求在大学“组织剩余”中得

到表达的程度，对“组织剩余”的分配是否公平作出判

断，进而对下一轮运行中是否应继续贡献自己的独特

资源以及是否需要增加这种付出作出决定。这是理性

人在重复博弈格局下的必然选择。可见，契约关系的

履责与维系，必须建立在签约主体对组织剩余能够拥

有合理期待及控制能力的制度安排基础之上，“违约”
行为将破坏整个制度的根基。

不可否认，由于所持社会立场的不同，作为大学

治理关系中的具体签约主体，每一个利益相关者的价

值和利益诉求不仅不完全相同，而且必然会存在各自

的某些局限性。比如，行政主体对于制度设计往往首

先要求考虑如何提高组织动员力、如何增强组织执行

力等管理系统机能的需要，而学术主体首先考虑的可

能是如何扩大学术自由、如何确保学术自主权等学术

系统机能的需要。产生这类分歧本很正常，它们恰恰

是“冲突和多元利益”的真实表现：在大学里，学术主

体从事“目的性活动”，行政主体从事“手段性活动”，
两者本来就存在着社会分工差别以及由此而带来的

价值偏好差异。在价值诉求不尽一致的情况下，如果

没有一个被所有“签约主体”都认可并接受的决策权

分配结构，以形成法人的意思并执行之，怎么能够形

成它们的协作与“共治”体系？如果其中一个主体只想

让别的“签约主体”无私地贡献资源，而自己却独吞决

策权和“组织剩余”，其他主体采取继续合作的可能性

将会越来越小。渐渐地，大学只会失去这部分利益相

关者所能给予的独特资源，大学进一步发展的社会基

础亦必然随之削弱。
所以，每一种利益相关者都不应单独地对大学行

使控制权。“大学只能由利益相关者共同来控制”[7]，其

中尤其不可缺少战略利益相关者。大学如果破坏这一

规律，只会自食苦果，到头来还得改弦易辙。任何一所

追求卓越的大学，能不能在决策活动中根据利益相关

者组织的性质，通过契约性关系设计，提供利益整合

渠道和民主决策机制，从而有效率地达成大学目标”，
是保证其良性运行的重要制度条件。

五、为什么管理无法取代治理

大学的治理与管理在许多方面是完全不同的东

西。不过，它们到底不同在哪里？两者的本质特征及其

区别到底是什么？这个命题一直以来好像并没有多少

学者明确、深入地探讨过③。笔者现试以大学治理结构

与大学管理结构的内涵及特征为对比对象，对两者的

差异进行比较与辨析，择其差别显著者进行归纳并逐

一列出（见表 1）。希望通过这些差异的展示，能够有助

于人们更清晰地捕捉大学治理领域的本质特征，同时

对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问题展开更多的深思。
表 1 大学治理结构与大学管理结构的差异比较

类型

角度
治理结构的内涵及特征 管理结构的内涵及特征

制度命题
对应于“冲突与多元利
益”结构的利益相关者
组织的决策权结构问题

对应于“一元权力与利
益”结构的科层制组织
的一般管理制度问题

法律基础 平行方向的契约效力 垂直方向的行政权威

权力形态 法人治理结构 行政任命授权

筹资性能 开放性筹资倾向 封闭性筹资倾向

运作逻辑
借助于谈判、对话、协
商等集体选择机制

依赖于内部规则和上
级命令

主要目标
在决策活动中实现社
会价值平衡

在管理活动中获取组
织管理绩效

权力主体
多元化，尤为借助外部
主体的介入

单一化，只允许内部主
体进入

基本职能
使“冲突与多元利益”
得到妥协并产生合作

在层级系统内实现“内
部人控制”

价值取向
以公共利益最大化缔
约为取向

以组织效率最大化发
挥为取向

通过上述对比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治理命

题的前提是必须承认“冲突与多元利益”的存在，而这

在我国主要是经济体制发生变革后社会利益主体分

化的产物，管理命题则无需过多考虑这个问题，因为

管理活动的经常假设之一就是利益主体整一化；其

二，治理范畴的组织形态是呈平行方向的组织结构，

因为这种形态恰好吻合于利益相关者组织的“冲突与

多元利益”特征，而管理范畴是不乐意接受这种组织

形态的，因为平行方向的组织结构会使垂直方向的行

政权威派不上多大用场；其三，治理的价值取向是公

共利益最大化，因而其目标定位于实现社会价值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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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而管理的价值取向是组织效率最大化，其目标也

锁定于此；其四，治理的法律基础是契约性法律关系

规范，其制度形式是法人治理结构，其筹资结构及功

能是开放的，有利于吸引社会资金，而管理的法律基

础是行政性法律关系规范，其制度形式是行政官僚

架构，其筹资结构及功能是封闭的，不利于吸引社会

资金。
分析至此，那么治理与管理，究竟哪一个命题更

接近当下我国大学的现实状况及其发展需要呢？相信

明眼人自有正确的判断。抑或笔者还应指出，治理与

管理各有自己的命题前提、价值取向、制度基础、权力

结构、运行逻辑及手段，在性质、目的、功能等诸多重

要方面存在着重要或本质的差异，各有各的适用领

域。两者之间虽有联系，但都无法取代对方的作用。建

立大学治理结构的目的是满足治理的需要，而非满足

管理的需要。用管理手段来解决治理问题不但无济于

事，而且有害无益。大学治理结构必须体现以社会为

本的现代精神，为社会价值诉求能够在大学决策权结

构中得到有效表达提供制度性、程序性的框架，通过

多元权利主体参与以及各主体之间的协商合作机制，

来抑制由于管理取向和科层制作用过强而造成的“内

部人控制”现象，消除代理风险。必须看到，在市场经

济体制和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的办学体制下，大学治理

结构是比管理结构更为基础的一种制度结构，其作用

和影响远比后者更为宏观、深远而广泛。那些以为用

管理要素取代治理要素就能够建立起大学治理结构

的想法，显然是完全没有领会到治理的本质。
一个有效的大学治理结构，应该根据利益相关者

组织属性并区分战略利益相关者和一般利益相关者，

将决策控制权按照实际需要，合理地分布于不同的治

理主体手里，并使不同主体之间产生权力依赖和制约

关系。大学治理结构作为各利益主体间责、权、利关系

的一种制度体系安排，其主旨在于通过制度安排，确

立可包容“冲突与多元利益”的法人共治框架，恰当处

理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利益与风险分配问题，同时规

范各方主体的博弈行为。

六、我国大学治理的现实语境是什么

计划经济体制和集权管理体制下的高等教育不

需要大学治理结构。在我国，大学治理语境的浮现，是

近 20 年多来经济体制改革、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高

等教育管理形态演进共同带来的产物，突出表现为以

下三个“历史性重大变化”：
其一，我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发生了历史性重大

变化。这不仅突破了国家垄断形式，出现了公立高校、

私立高校两种办学体制互为补充、共同发展的阵营，

而且在公立高校办学体制改革方面，我国《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以及《民法通则》通过明确高校的独立

法人地位，完成了对于公立高校举办者与办学者分

离、举办权与办学权分离的体制安排的法律确认，使

政府与公立高校之间除了具有法律所规定的行政管

理关系之外，还为两者建立具有委托代理性质的契约

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操作空间。
其二，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发生了历史性重大

变化。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同时也

为了提升高校办学和学术活动的自主性，我国政府先

是通过明确和加强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方式向公立高

校一次次分权，尔后又以法人权利的形式对高校“松

绑”，目的是使原来社会主体性不强的公立高校能够

作为独立的办学实体，面向社会和市场自主地办学。
上层政治权威的多方位分权与放权，不但使大学决策

责任骤然加重，而且使大学决策权处于前所未有的高

度集中与紧张状态，决策风险、代理风险也随之出现

并逐步上升。
其三，我国高校办学经费筹资结构发生了历史性

重大变化。随着高等教育投资体制从不许收费到允许

收费、从排斥非财政资金到鼓励社会投资，高校办学

经费的来源日益多样化，教育事业收入、社会及海外

捐赠、企业赞助、银行贷款、国际援助等预算外资金在

高校教育经费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在许多高校里

已达到甚至明显超过预算内资金水平。这一变化的意

义深远而重大，它表明我国大学的社会基础正日益广

泛化，也标志着我国大学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属性必将

从模糊走向清晰。
随着这三大历史性变化的深入发展，一个摆在人

们面前的基本事实是，我国大学已跨越前治理时期，

进入了治理阶段；对于公众和利益相关者来说，加快

大学的决策权结构调整、提高民主决策水平、维护大

学和社会的根本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

要。然而，在迈向大学治理阶段的历史进程中，制度的

变迁进行得极不平衡：一方面，旨在把大学推向市场

竞争的制度转换推进得十分利索；另一方面，旨在把

大学推向治理变革的制度转换却逡巡不前。传统的科

层系统在大学里原封不动，不但包揽了旧体制下的行

政性权力，而且获得了市场经济体制所赋予的民事主

体权利。然而，在这权力和权利大丰收的盛宴中，却没

有伴之以民主决策体制和法律约束机制“大厦”的兴

建过程，致使权力过度集中于一个系统甚至是一两个

人手里，监督机制形同虚设，大学里不断出现因滥用

权力而造成的决策失误和行为失范（包括不作为和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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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出现了日趋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
当下大学中的很多弊端都与体制不能创新有关，

大学治理的现实语境并不像有些研究者所想象得那

么遥远[8]，更不可能通过把它想象“遥远”一点就能够

得到消解。当然，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创新中的政

治关联因素较多，因而与大学治理有关的各项改革进

展缓慢；上层政治权威推动乏力、大学自治传统根基

孱弱、诱致性制度变迁途径飘忽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使得以大学治理为核心命题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始

终“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

决策事务的格局迟迟不能形成。我国大学迄今还只能

进行局部的、微观的管理改革，不能进行宏观的、深层

的治理变革，这也降低了社会公众特别是社会新阶层

对它们的支持热情。

七、大学治理结构与“校长负责制”议题是什么关系

有研究者对我国公立高校中的“内部人控制”现
象进行了研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种制度性障

碍，因为“无论是学校党委、行政人员还是教师，他们

的利益追求均具有内部性，都不足以扮演公共利益的

合法代表角色”[9]。历史上，“内部人控制权”在大学里

并不是均衡分布的，它有时被学术主体所垄断，有时

被行政主体所垄断。我国目前属于后一种情况，大学

决策权完全掌握在行政系统手中，并且这个系统还包

括了相当数量“双肩挑”人员，权力结构显得更加畸形

和倾斜。
在大学治理阶段，公立大学的校长、书记本应是

一个独立角色———受国家委托的第一级代理人。他们

不但应对国家负责，而且应该对利益相关者负责，并

且前者只有落实于后者，才是可检验、可问责的责任。
然而，由于制度变迁的滞后，“对利益相关者负责”并
没有成为大学校长、书记在转型时期的重要治校理念

和职责，“冲突和多元利益”也没有获得体制表达的机

会，学术主体、社会主体等重要的战略利益相关者更

是根本未能进入大学决策权领域。大学里一些具有根

本性质的办学关系越来越出现本末倒置的现象：行政

主体“一股独大”，高高在上，垄断了越来越多的权力，

而服务意识日渐淡薄、管理能力日趋贫乏，陷入太多

的无谓活动，消耗过多的稀缺资源。一部分“双肩挑”
人员更是利用“官学一体”的特殊身份和“有利地形”，
抢占科学研究与学术资助的公共资源，不但破坏了学

术竞争的公平公正原则，而且阻碍了真正的学术研究

活动。在这些不良现象的侵蚀下，大学开始出现了价

值本性失落、本质功能遮蔽、学术生产力消解的危险，

有些学校还出现了严重的腐败和对社会不负责任的

现象。
今年，有学者提出我国大学应当重新恢复校长负

责制的议题[10]，以延续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未竟的

高等教育改革，这是一个很有胆识的见解。不过，笔者

认为，重启校长负责制不应该是简单地重复历史，正

如上文中所分析的，大学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已经发生

了历史性重大变化，校长负责制如果不能赋予其新的

内涵，特别是如果不能够融入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的奠

基工程，作为其整体制度设计中的一部分，将势必出

现一系列始料不及的情况，甚至有可能加剧本已十分

严重的教育行政化现象。目前在我国，虽说出任大学

校长一般需要具有较深厚的学术背景，可是不少人任

职不久，其立场就由学术取向迅速转变为行政取向，

甚至完全成为科层制的虔诚信徒，只有极少数学术与

人格都极为杰出的校长能够跳出这个怪圈。无怪乎某

些有识之士痛断肝肠，发出了“世上已无蔡元培”的感

叹[11]。客观而论，造成这种现象固然是多方面因素使

然，但其中的人性弱点效应亦不可忽视：毕竟，科层制

及其权力规则就像一张按摩椅，它所带来的那种舒适

诱惑，是坐在它上面的人很少能够抗拒的。当一个学

者仅仅是教授的时候，平等地与其他学者进行争论甚

或发生争执，对于他本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他绝

不会以此为忤；可是当他身为一位手中握有大权的校

长时，便会不知不觉地喜欢上行政系统那种温顺、服
从与趋迎的秉性，而对动辄从学术系统那里受到“不

恭”（其实是坦诚）的对待渐生不快。久而久之，他在工

作中会表现出更加依赖甚至是乞灵于行政机器的心

理，在感情上会表现出更加垂顾甚至是迎合科层利益

的偏好。这类现象从深处看，归根结底还是制度设计

出了问题。大学必须有可靠的制度来保证它挑选合格

的教育家做校长，必须有可靠的制度供给来激励代理

人，同时也约束他们的个人控制权收益最大化倾向，

否则代理失误就只能全部由国家买单。
在当代社会里，大学已走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中

心位置，“更多的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参与了争夺高

等教育价值取向主导权的博弈”[12]。大学的各种利益相

关者之间形成了更加复杂的价值关系，“为此，需要广

阔的制度创新空间，以保障在博弈中无法取得价值取

向主导权的主体可以作出新的选择”[12]。其最终目的，

是通过有效的大学治理结构，使我国大学的本质功

能、教育家精神和科学家创造力得到最大限度的释

放，真正办成让人民满意、让国家依靠的大学。

注释

①弗里曼的原话为“那些因公司活动受益或受损,其权利也因公司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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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1 页）投身科学和工程研究事业，但结果却

令人沮丧。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女性工程师数量明显增

加，攻读物理科学博士的女性数量也有小幅增加，但

有明显证据表明，很多有天赋的女性博士在保守且变

化缓慢的学术阶梯上向前奋斗时，碰到了臭名昭著的

“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
州立研究型大学面临的独特问题是，它们的预算

依赖于变化无常的州政府和议会。虽然排名靠前的州

立大学的研究经费部分来源于联邦经费，但州政府的

经费是他们研究项目的基石。一任州长和州议会可能

会认识到为本州大学的研究和教育提供资助的重要

性，而他们的继任者在面对财政赤字时，可能会认为

短期内大幅削减大学预算危害不大，但他们并不知道

要恢复已被削弱的教育机构需要花很多年。
美国研究型大学基本上属于保守派，它们寻求

改变时总是行动谨慎而缓慢。美国大学向研究型大

学的转变是从内战后逐渐开始的，经过了 60 年才达

到繁荣，成为美国科学技术体系的核心。美国研究型

大学既不能满足已有的成就，也不应假定民众会了

解并欣赏它们在促成社会基本目标实现方面所起的

重要作用。
过去十几年里，东亚大学的研究和教育质量都快

速提高了。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东亚的大学，特别是

中国的大学，渴望成为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学，特别是

和美国大学相比。其中很多大学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

就。然而 60 年的历史表明，美国研究型大学在世界知

识市场上仍然能够成功竞争，并继续取得成功，但前

提是，大学和广大美国民众都了解所面对的挑战，并

为适应这些变化而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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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而受到尊重或侵犯的人”。原著参见 Freeman,R．Edward,Strategic
Management:A Stakeholder Approach,Boston:Pitman,1984:42.

②巴纳德用“诱因-贡献理论”来解释组织的资源获取能力与组织成

员的行为之间的关系(参见巴纳德.经理人员的职能[M].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如果将权力也包括在他所说的“诱因”之
列,则权力与贡献之间也必然存在一种对应的均衡关系。

③李福华在其《大学治理与大学管理:概念辨析与边界确定》一文中

有意识地对两者作了一些比较,但是角度及具体观点与笔者不尽

一致。参见参考文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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